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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生态规律，提升
生态治理能力与水平

潘家华

摘 要　生态文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不仅需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也需要

发挥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支撑和保障生态文明制度的有效

实施；同时，还需要科学应用生态规律，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生态规律是生态制度构建和生态治理的科学基础，基于自然的解决方

案需要生态制度的保障和生态治理能力的提升，应该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

的制度实践中，不断推进生态治理能力与水平的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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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７０年的发展实践，使中国从农耕文明下积弱积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低收
入国家，步入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欣欣向荣的独立自主中高收入国家。实践证

明，中国发展进程中坚持和不断完善的制度具有明显优势。２０１９年１０月，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了系统总结、提炼和梳理，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 《决定》）。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的制

度构建实践中，逐步走向系统化，重要地位不断凸显。构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旨在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成功，不仅得益于政治和经济等其他

制度的优势，也在于认识和顺应自然，科学应用生态规律，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制度。遵循生态规律，实施生态治理，需要系统化地采用和改进基于自然的解决

方案，在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的制度实践中，不断提升生态治理能力与水平。

１２



一、生态文明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
　　重要内容和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不断的探索实践和改革创新进程中建立和完善，党的领

导以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制度得以形成和发展。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① 凸显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整体优势。生态文明制度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组成部分，在我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实践中有着十分重

要的地位和作用。

第一，生态文明制度是我国国家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生态文明建设

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在长期的发展实践中，各种经验和教训促使我们

清醒地认识到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从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根治洪患

和改善环境而治理大江大河、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到改革开放后大力整治污染、保

护环境、恢复生态，我们不断总结生态保护和建设实践的成功经验，吸取人与自然关

系矛盾冲突的各种教训，文化理念不断升华到文明的高度，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

措施、法律、规章形成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是对中华生态

智慧的传承、利用和制度固化，是对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规范，也是未来我国乃至于

全球生态安全的有力保障。党的十八大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并重。这

也就表明，生态文明制度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重要制度有着同等

的重要地位。

第二，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生态规律的科学性要求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

位，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客观上要求天蓝、地绿、水净。如果生态资产严重退化、各种自然资产严重匮乏，经

济社会的正常运行就将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关联，自然生命共

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共生共荣，显然也需要融入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

设的进程中，促进社会和谐，提升文化素养，推动政治变革，从而在整体上助推国家

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现代化进程。《决定》中关于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

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部署，所遵循的或者说其主要

特征就是 “共建共治共享”。尽管社会的主体是人，但生态系统各要素的有机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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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形成并积极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的十九

大修改通过的新党章在总纲中明确提出 “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

面’战略布局，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不同动植物种类的共享共生，对人类社会的制度构建和社会治理，同样具有重要的启

示和参照意义。将生态规律融入社会建设，也是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学习自然的制

度建设的内在要求。在经济建设领域，所谓 “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也是植根

于由生态学原理和人与自然关系所构建的产业生态学①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生态文明制度的建立、发展、实施和完善，也需要其他制度的保障和支

撑。只有在党的领导下，维护党中央权威，从严治党，生态文明制度才能够高屋建

瓴，形成带电的高压线。一些地方政府唯 ＧＤＰ和地方财政收入导向而在经济发展过
程中破坏生态、污染环境，目无环境法规或阻碍环境执法，但在中央环保督察的制度

安排下，党政 “一把手”成为同责的追责对象，问题迎刃而解。２０１８年新修改的宪
法第一次在序言中明确提及生态文明，并在国务院行使的职权中新增生态文明建设的

内容。② 宪法作为我国法律体系的根本大法，这意味着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我国根本政

治制度的框架。依宪执政、法治中国，使生态文明建设进入法治轨道。生态文明建设

的具体内容和行动要求，需要通过国家发展规划和就业、产业、投资、消费等政策协

同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来落实。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的市场运行机

制，生态文明制度的内涵也是经济制度的基础所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

体系的建设，保护的是生态安全，具有社会公益属性，土地公有制使得相应的程序和

成本相对可控。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虽然只是将土地作

为自然资源要素纳入分配主体，但国家财政对自然保护的各种投入，从形式上看是国

民收入的再分配，实际上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对生态服务的回报。也就是说，自然或

生态也参与了某种形式的分配。③

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指向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有一个清晰的目标指向，就是促进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如果说制度体系主要规范和约束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话，

那么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唯有生态文明制度。尽管制度的管束对象依然是人，但

结果评判则是自然的状态、品质、数量和系统的功能特征。人是自然系统的一分子，

人类要发展，社会要进步，但这种发展和进步，不能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的功能为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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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简言之，产业生态学是研究经济和环境相互作用的新兴学科 （格雷德尔、艾伦比，２００４），已经不是自
然科学意义上的生态科学，而是产业经济学或循环经济的学理支撑，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已然形成独立学科。

２０１８年３月１１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新修改的宪法在序言第七自然段规定，“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将第八十九条 “国务

院行使下列职权”中第六项修改为 “（六）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自然的生产也在利用和消耗其他自然资源。人类获取收益的同时，也需要考虑自然的需要，不可竭泽

而渔。人类积累的物质财富源于自然，也需要分享于自然。详见潘家华 （２０１７）。



价，人与系统中其他生命有机体形成的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不是 “战天斗地”，不能

“赶尽杀绝”，而应和谐共生。

要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目标，制度必须要有抓手、能落地。生态文明的制度

体系是在我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实践中不断建立和发展完善的。客观上，人

与自然和谐的状态指标无外乎自然生态的境况、自然资源的存量以及环境消纳污

染的容量水平。制度或政策手段对这三大指标的控制导向需要具有针对性，不能

“一刀切”。

对于自然生态系统，制度的着力点只能是保护和修复。对于典型的生态系统、生

物多样性富集地区、濒危动植物栖息地，最有效的制度就是划定自然空间，严加保

护。对于已经受到人为破坏的、退化的生态系统，影响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或自然

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制度所支持和鼓励的则是修复。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重要生态系统

的永续利用，需要坚持和完善的是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健全国

家公园保护制度。对于这些原生态的自然体系，显然不能主观 “修复”，例如随意引

进外来物种。事实证明，随意引入外来物种造成生物入侵，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也

是严重的。① 但对于水土流失严重地区和荒漠化、石漠化地区，生态退化严重，自然

修复乏力，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等人工修复就成为恢复自然生态系统功能的有效且快

捷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保护自然应顺应自然，但并不意味着放纵自然。新中国成

立之初，党领导下的大江大河治理，筑牢堤防、建坝修库，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改变自

然，而且也改变了洪水泛滥的状况。中国的自然气候特征是季风气候，降水分配不

均，加之地势西高东低，洪涝灾害经常发生，不仅有碍社会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行，而

且对自然生态系统也造成严重破坏，危害生态系统功能的正常发挥。水库蓄水，蓄的

是洪灾之水，将生态负资产转化为有效资产，在缺水季节服务于社会经济正常运行之

所需，供水城乡、灌溉农田、缓解旱情，维持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运行，保障了粮食正

常生产，是人与自然和谐的必要手段。不仅如此，水坝所形成的水体的高差势能可以

转换为电能，提供零碳的能源服务，替代薪材而保护自然，替代煤炭而减少污染，从

而提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水平。当然，水坝也会阻碍鱼类洄游的自然通道，需要加

以关注和评估。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需要权衡取舍，两害相权取其轻，两

利相权取其重。

对于自然资源存量，生态文明制度所寻求的显然不是不加以利用，而是要有效

率、可持续地利用，保障自然资源存量水平能够永续利用，提供人类未来经济社会发

展的自然物质基础。产品的生产和消费不可能不消耗自然资源，不可能不产生废弃

物。制度所调控的就是减量化，或者减少物质耗损，或者提高经济产出。对于废弃

物，自古以来 “天下无弃物”。中国农耕文明传承几千年，桑基鱼塘的循环生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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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我国１９７９年引入的互花米草由于存在较多的负面影响，在２００３年被列入外来入侵物种名单 （林

殆卿等，２００８；谢宝华、韩广轩，２０１８）。



明，一个环节的废弃物可以是另外一个环节资源再利用、再循环的原材料。① 这实际

上也是减量化，甚至是污染废弃物的零排放。一些不可再生的尤其是可耗散的化石能

源资源存量，随着开采利用只能不断减少，而且高热值的能量一旦释放出来，是不可

回收利用的。但是，在化石能源大规模利用之前，人类广泛利用的太阳能、生物质

能、水能、地热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则是可以自然再生，用之不竭的。从物理学

意义上看，这些资源的存量是相对恒定的。物质不灭或质量守恒定律是物理学的基本

定律，表明物质虽然能够变化，但不能凭空消失或凭空产生。② 铁、锡、稀土等矿产

资源尽管储量会因开采而减少，但是可以循环利用。各种生物资源也因具有自我繁衍

的能力而可自然再生。这就表明，自然界的资源存量是可以自我维系的。③ 但是，如

果人类的利用或破坏造成生物灭绝和资源耗竭，自然资源的存量就会不断衰减而不可

持续。生态文明制度就是要通过法律的、经济的手段，保障自然资源的高效、可持续

利用。自然资源的产权、资源使用的总量管控，以及自然资源的调查、评价、监测和

监管制度均具有法治内涵，而资源有偿使用、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制度等经济或市场

激励政策是最为有效的。

环境具有对污染的自净能力，但这种能力是有一定容量的。在农耕文明时代，生

活垃圾和畜禽养殖废弃物不仅不构成污染之源，还是农业生产所倚重的基本肥料来

源。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和规模较为有限，一些污染也能被相对较大的区

域性环境容量所消纳。改革开放后，大规模工业化的初始阶段缺乏环境保护意识，生

产排放的废气、废水、废渣不经处理直接排放，很快超过环境容量，影响自然环境、

生态安全和人类健康。④ 因而，污染控制制度在建立之初侧重排放标准、治污处理。

其后，规模扩张迅速导致虽然达标排放但环境容量仍然难以承载，因而污染控制制度

又从制定排放标准演进为总量控制。由于污染的累积效应和空间的开放性，即使满足

总量控制要求，环境质量也仍然可能不达标或严重超标，使得生态文明污染防治的制

度构建全面转向环境介质的质量管控。是否达标、是否符合总量要求似乎并不重要，

只要环境介质———土壤、水体和大气的质量符合要求，人与自然也就和谐了。这样一

种环境介质的质量管控体系可以有效倒逼排放总量、排放标准、产业布局、能源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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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作为传统生态智慧的结晶，桑基鱼塘在我国南方广为实践，不仅有效地克服了雨季洼地经常发生的

洪涝灾害，而且形成了种桑养蚕和养鱼相辅相成、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的优美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景观及丰富

多彩的蚕桑文化和鱼文化，是对生态环境基本 “零”污染的典型农耕生态循环系统 （周晴，２０１２；杨卫东，
２０１８）。

１７５６年，俄国科学家罗蒙诺索夫发现参加化学反应的各物质的质量总和等于全部反应产物的质量总和。
这一质量守恒或物质不灭定律是自然界普遍存在的基本定律之一。

生态学家王如松等 （１９８９）提出的生态调控原则包括再生、共生和自生。
王毅 （２０１９）将我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阶段分为认识起步 （１９７３—１９７８年）、问题导向 （１９７９—

１９９８年）、规模治理 （１９９９—２０１２年）和系统推进 （２０１３年以后）四个阶段，表明我国环境污染控制作为生态
文明建设的主体内容是在大规模工业化进程启动之后。



构，实践证明是最为行之有效的。① 污染防治攻坚战是否取得成功或胜利的检验标

准，就是看土壤、大气和水作为环境介质的环境质量是否符合相应生态功能区的质量

标准。以地表水水体为例，城市区域内要全面消除劣Ⅴ类水；饮用水源区的水最低标
准必须是Ⅲ类，原则上要求Ⅱ类；重要源头 （例如南水北调水源、浙江千岛湖区）

的水质，要求满足Ⅰ类水质标准。② 相应的监测、监管、执法、司法、问责制度又必
然延伸或倒逼出一系列行政性政策或法规，包括规划、空间管控、标准、技术等。

因而，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所作用的物理内涵或对象，简言之，就是生态保护、资

源节约或可持续利用，以及污染控制。由于自然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可以自然再生，

能够自我净化一定的污染，生态文明制度并不是要禁止利用资源，也不要求严格零

排放。

三、生态文明制度的生态规律基石

生态系统根据人类干预的不同程度，可分为纯人为控制的人造生态系统 （如温

室大棚）、人类主导的人工生态系统 （如城市这样的人工 －自然 －社会经济系统）、
具有自然利用属性的半人工系统 （如农业、渔业），以及人迹罕至的鲜有人类活动介

入的自然生态系统。无论哪一类生态系统，一旦人为干预消失或弱化，由生态系统的

自我修复能力推进自然演化进程，其终将成为一个自然生态系统 （奥德姆、巴雷特，

２００９）。要维系人工生态系统的平稳健康，就必须因循自然的生态规律。如果社会经
济系统有悖于自然规律，则这一系统是不稳定的，必然走向崩溃或灭亡，这也是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内在原理。当然，这里的 “兴”或 “衰”

主要是指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兴或衰，即使人类系统衰亡了，自然的系统也将按自身

规律演化为特定的自然生态系统。例如楼兰古国和玛雅文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崩溃

后，自然系统仍然是存在的，只是生态系统的质量退化、生产力下降。可见，生态规

律具有自然属性，是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须遵循的。

第一，多样性导致稳定性的规律。一个稳定的高生产力生态系统，其多样性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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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生态环境部部长李干杰２０１９年全国两会期间接受采访时对 “污染防治攻坚战”的解读就是 “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测度的是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明显改善”，而不是污染物排放量减少了多少：２０１８年全国
３３８个地级以上城市的ＰＭ２５平均浓度同比下降９３％；水的方面，全国地表水好于三类的水体比例同比增长３１

个百分点，劣五类水体比例下降１６个百分点。详见：《李干杰：污染防治攻坚战开局良好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
明显改善》，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０１９ｌｈ／２０１９－０３／０３／ｃ＿１３７８６５８５６ｈｔｍ［２０１９－１２－０２］。

２００２年６月１日开始实施的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ＧＢ３８３８—２００２）根据地表水水域环境功能和
保护目标，按功能高低依次划分为五类：Ⅰ类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自然保护区；Ⅱ类主要适用于集中式
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鱼虾类产卵场、仔稚幼鱼的索饵场等；Ⅲ类主要
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区、鱼虾类越冬场、洄游通道、水产养殖区等渔业水域及游泳

区；Ⅳ类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及人体非直接接触的娱乐用水区；Ⅴ类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一般景
观要求水域。



高度富集，包括物种多样性、生境多样性、功能多样性，系统的稳定性和安全性也因

此才能得到保障。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必然包括生产者、消费者和还原者。① 生产者

的载体是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形成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等营养物质，成为各种动

物消费的食物的原生或基础来源。不论是动物还是植物，在完成生命周期以后都需要

微生物来加以还原为动植物所需的各种矿物质、营养物质。一个成熟稳定的森林生态

系统之所以包含不同树种，就在于不同的草食动物尤其是昆虫、哺乳动物食用的树种

是不同的，即使某种病虫害泛滥，往往也只危及某一树种，而其他树种的物理隔离就

使得整个生态系统不至于毁灭。 “相克相生”的生态系统食物链的不同物种功能各

异、各司其职，例如草原鼠类存在狐狸、鹰等天敌，使草原生态系统处于相对平衡稳

定的状态。传统农业种植总结出来的轮作休耕模式，也是基于不同作物对土地肥力要

素消耗的差异，而使土地肥力得以保护，农业产出得以稳定。保护生物多样性、生态

系统多样性、山水林田湖草等生境多样性，才能多元共享、共生、共荣。这一生态规

律，不仅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中得以遵循，在社会治理制度的构建中也有明确应用。

《决定》明确要求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

国家安全”。市场经济中的竞争或效率条件就是要有众多的市场参与者，而不能仅由

几家垄断寡头操纵市场，市场主体多样性的提升也是市场稳定的条件 （布莱恩·阿

瑟，２０１８）。《决定》中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

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显然也

具有经济主体多样性的内涵。

第二，能级转换与系统平衡规律。生态系统的动植物之间存在一个食物链能量

转换的规律。绿色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将太阳辐射能转换为生物质能，草食动物将绿

色植物的生物质能转换为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草食动物又成为肉食动物的食物来

源。水草丰美则承载的草食动物数量就多，而肉食动物的数量必然要远远少于草食

动物。这是因为，食物链不同能级生物之间的能量转换效率只有１０％，即生态系
统能级转换的林德曼定律，形成食物链数量和能量需求上的金字塔 （Ｌｉｎｄｅｍａｎ，
１９４２）。如果金字塔关系倒置，则系统必然退化乃至崩溃。超载过牧将破坏草原植
被，使得草原承载力进一步下降，最终恶性循环而退化为荒漠。保护野生东北虎，

也必须有足够的空间供绿色植物生产，给草食动物提供足够的食物供给，从而支持

肉食的东北虎达到可以自然繁衍的种群数量。为保护渔业可持续生产的休渔制度、

草原载畜量的测定和数量规定均是基于林德曼定律的生态系统平衡的生态文明制度

安排。《决定》中明确要求 “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

配调节机制，强化税收调节，完善直接税制度并逐步提高其比重”，在一定程度上也

是生态规律的应用。收入差距过高，则系统平衡性趋弱；“劳心者”或 “食利者”群

体数量过大，则 “劳力者”或 “生产者”不堪重负，社会承载能力被逾越，社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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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德姆和巴雷特 （２００９）认为，这一分类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而是生态功能意义上的。



济系统也必然趋于失衡。

第三，生态系统的自调节／自我修复机制使生态系统资产保值增值的规律。生态
文明制度体系中自然保护以自然修复为主的制度安排，就是这一生态规律的应用。生

态环境自我修复的机理实际上在于自然的劳动。绿色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固定大气

中的二氧化碳而生长，形成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从而不断累积自然资产。树木生长

成材，形成有市场价值的资产；枯枝落叶似乎没有市场价值，但可以增加土壤有机

质，提升土地肥力；树木根系可以固化土壤，从而保持水土、净化水源。这些生态红

利①的释放，原因就在于自然资产通过自我修复而实现保值增值。《决定》中明确提

出生态文明建设必须 “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和认知的学理依据就在于，生态系统的自然生产力、自调

节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金山银山”不仅不具备这些能力，而且还会不断 “折旧”，

而 “绿水青山”可以自我保值增值，因而 “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第四，生态系统的阈值规律。阈值表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一个区间。小于或

等于极端低值，则系统不可逆而趋于崩溃灭亡；大于或等于极端高值，则系统趋于成

熟而处于饱和状态，或维系稳定的饱和水平，或系统自我更替再循环。生态系统各要

素的数量和质量，就存在这样一个阈值区间。如果种群数量少于繁衍所必需的数量，

则物种将趋于灭绝，系统必然走向不可逆而崩溃。石漠化、荒漠化并不是一个必然趋

势或过程，而是自然系统的功能运行在退化或破坏过程中出现不可逆，最终导致森林

或草原生态系统的毁灭。自然状态下的东北虎、野生大熊猫如果只有寥寥几只，显然

不可以自我繁衍，只能走向灭绝。许多物种也是在种群数量低于阈值后消亡的。但另

一方面，如果种群的数量超出最大阈值，也会自然衰减。如果肉食动物数量超出草食

动物所能支撑的规模，其饥饿死亡也就在所难免。在系统层面，森林并不会因为水热

充裕而无限生长、生物产量也不会无限积累。树木也是生命有机体，也会生长、成

熟、衰老，而后死亡。森林的生产力也有一个饱和上限，即所谓 “顶极群落”②。即

使不加以利用或消费，这些生物生产也会自行消亡。明确空间管控边界、划定生态保

护红线、建立国家公园，这些空间边界就是考虑生态系统阈值的刚性而科学划定的。

作为为保护全球气候环境、通过科学论证而形成的国际共识，《巴黎协定》明确提出

将全球地表平均温升的幅度在２１００年前控制在相对于工业革命前水平的２℃以内，
并力争实现１５℃的目标，这一温升目标也是阈值。当然，自然赋予人类的各种资源
可以而且也需要加以利用。保护不等于不利用，符合生态规律的利用实际上也是

保护。

第五，生态系统的整体性、系统性规律。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山水林田湖草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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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ａｉｌｙ和Ｆａｒｌｅｙ称之为 “可再生资源的自然红利”（戴利、法利，２０１４）。
自然生态系统 （如森林群落）的演替会走向趋于稳定的顶极群落 （Ｃｌｉｍａｘ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可以自我永续、

自我平衡，也会与自然的栖息地相平衡 （李永平、党承林，２００６；奥德姆、巴雷特，２００９）。



要一体化保护，单一元素或组成部分的保护并不能取得良好效果。① 因而，生态文明

的制度体系必须从系统的层面对生态系统加以整体性保护。自然保护地包括各类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国家公园，是一个完整的体系；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生态保

护，也需要考虑流域的系统性，采用系统性治理。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

设也是全球治理体系构建的制度内容，将推进全球生态安全水平的整体提升。

四、基于自然的生态治理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就是要提高生态治理的能力和水平。那么，应如何

理解生态，又该如何解读治理？生态是治理的对象，具体而言包括生态保护、资源节

约和污染控制。但更准确地讲，生态的内涵是生命有机体与其生存的环境之间的关

系。这一环境既包括无机的物理环境，也包括其他生命有机体所形成的生物环境。而

且，由于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或联系是不断变化的，因而生态是动态的，而非静态

的。生态制度和生态治理所关注或所针对的并不是其他的关系，而是人与自然的关

系，目标指向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中文意境下，治理的字面表述似乎简单易

解，但实际上包含三种不同的英文词意内涵。一是处理，例如污染治理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通过技术设施和管理手段处理污染，使污染排放达标或污染得到管控；
二是管理，例如环境管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对
污染物排放、处理、标准或环境质量水平等进行有效管控；三是共治，例如环境治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通过涉及环境治理目标或对象的多家主体或各权益方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共商协同应对。当然，各主体的权益地位并不完全对等或对称，但原
则上共治是参与式、扁平化、公开透明的。《决定》明确要 “坚持和完善人民当家作

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也就意味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的 “治理”不是专制

或管制，而是具有共治的内涵；即使是具有行政管理属性的行政区划设置，《决定》

也明确要 “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率组织体系”。因而，生态文明制度所促进

的，是多元主体参与的共治。

如果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利用和寻求自然所提供的各种解决方案，那么这样的

治理也必然是生态的、和谐的。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②包括以下三个不同层次或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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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实际上，自然科学家从生态平衡的视角将社会－经济 －自然视为一个整体的复合生态系统，强调生态
整合 （马世俊、王如松，１９８４；王如松、欧阳志云，１９９６）。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Ｎａｔｕｒｅｂａｓｅｄ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ｂＳ），最早出现于２００８年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 《生物多

样性、气候变化和适应：世界银行投资中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强调保护生物多样性对气候变化减缓与适应的

重要性。２００９年，ＩＵＣＮ在提交给ＵＮＦＣＣＣ第１５届缔约方大会的报告中，将ＮｂＳ定义为 “通过保护、可持续管

理和修复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从而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并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益处的

行动”。



方面。

第一个层次是纯自然生态保护层面的，主要指生物多样性的保护。生态破坏、

生态退化影响最大的就是物种的消亡，生物多样性的锐减将造成生态系统功能缺

失。人工保护投入大，更重要的是所保护的对象不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繁衍，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实际效果不仅大打折扣，而且还可能是无效的，甚至是负面的。

自然具有自我修复的能力，顺应自然不仅投入低，而且效果好。得到保护和恢复

的不仅是特定的濒危物种，而且包括生物区系中的其他物种，生态系统的功能和

资产的存量和质量因此得以提升。这也是为什么要建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地体系

的原因，顺应和利用自然恢复力就是解决问题的方案，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就

可以得到解决。

第二个层次是利用自然的服务功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运行的各种需求。自然

的服务功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自然净化服务功能。例如，利用天然湿地或人工

湿地进行污水净化，不仅降低了污水处理成本，还可美化环境，提升生态资产的存量

和价值。二是提供优质生态产品。例如，植树造林不仅可以生产木材等常规产品，还

可以提供碳汇等生态产品。三是提升韧性水平，增强适应能力，减少自然风险和损

失。韧性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表述，在中国关注较多的是城市韧性，尤其是为解决城

市缺水和城市洪涝并存而提出的 “海绵城市”。习近平总书记在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２日的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 “解决城市缺水问题，必须顺应自然。比如，在提

升城市排水系统时要优先考虑把有限的雨水留下来，优先考虑更多利用自然力量排

水，建设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的 ‘海绵城市’”（习近平，２０１４）。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 （２０１５）认为 “海绵城市”是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

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

时将蓄存的水 “释放”并加以利用。《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

见》 （国办发 〔２０１５〕７５号）还明确提出了海绵城市建设的具体目标参数：采取
“渗、滞、蓄、净、用、排”等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城市开发建设对生态环境的影

响，将７０％的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
第三个层次是利用自然的生态功能，提供社会经济发展的零碳产品。应对气候变

化的难点在于温室气体减排，而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源自化石能源的燃烧。社会经济系

统需要的不是碳，而是能源产品。太阳能、风能、水能这些自然的能源产品完全可以

加以利用，提供社会经济所需要的能源产品而不造成重大生态破坏。生物质能尽管在

燃烧中会产生碳排放，但其所释放的碳是绿色植物从大气中固定的二氧化碳，因而生

物质能是碳中性的。这一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还可以进行横向和纵向的产品链、产业

链延伸，例如太阳光热、光伏设备的生产、安装、维护和电动汽车的生产等，从而增

加就业，促进经济增长。在没有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的条件下满足社会经济的需要，

也就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

各种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需要具有较高能力和水平的生态治理。在这里，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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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主体包括自然资源 （如土地、水体）的所有权拥有者、经营者、政府、企业以

及各种获益者或受益者。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公益属性，代表社会的政府是一个主要

权益方，但土地所有权获益者和经营者的权益也需要权衡。这就需要多方参与、共商

共治，才能实现共赢。太阳辐射能和风能似乎无须或不能界定产权，但其利用需要自

然空间，无论是土地、河流，还是海洋，均可明确界定自然资源的产权。对于资源所

有者，土地或水域的使用有多种选择，如果选择零碳能源生产，显然要考虑机会成

本。投资商、企业、可再生能源的用户等也都涉及各自的利益，在社会治理层面涉及

权益的共商、共建、共治、共享，在经济收益分配层面涉及劳动、土地、资本、知

识、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的贡献和报酬。生态治理首先要实现人与人的和谐，然后

才是人与自然的和谐。

五、完善和谐共生、共享、共融、共荣的生态文明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旨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所谓共生，要求

人与自然形成一种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和谐局面。在自然空间的利用和

保护上，需要明确界定和划分生产空间、生活空间和生态空间。生产空间不以保护为

重点，强调生产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物质产品和财富，例如各种消费品的生

产、基础设施和房屋建筑的建设等。生活空间则需要包括绿地、水体乃至于森林。人

是自然的一分子，生活空间内需要有自然的环境，但是也不能够完全纯自然，需要将

一些不利于人类生活居住的不良环境和有害生物隔离在城乡人居环境之外。而生态空

间则要加以保护，人类不必干预其中。

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外，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还应关注人与自然的

共享、共融、共荣。人与自然的共享不仅是自然空间的共享，也包括自然产品的共

享，还包括人类社会财富与自然的分享。换言之，人类作为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
态系统的主导者，需要反哺于自然。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下，人类向自然索取资源、

排放废弃物。在生态文明时代，人类需要与自然分享，留下一部分自然的空间和产品

供生命共同体的其他成员生存和发展，也需要拿出我们所积累的社会财富的一部分分

享于自然。例如在火灾、洪水、火山爆发等自然灾害出现的情况下，为动物提供避难

场所以及水和食品；在濒危动物受伤情况下，为其提供必要的救治。人与自然需要交

互融通，而不能绝然隔离或分割。交通基础设施为人类活动提供了便捷，但将自然割

裂，需要在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和维护中预留野生动物通道。人类观察、借鉴、学习自

然，一些动植物种类已经融入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空间，与人类亲密无间，和谐共融。

而社会经济是否发展，人居环境是否改善，收入水平是否有保障，生物多样性是否富

集，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是否完善，共生、共享、共荣是否成功和有效的测度在于

共荣，即人与自然的共同繁荣。

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就是要保障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享、共融和共荣。最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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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是否有触碰红线的法律后果。只有切

实产生法律后果，红线才有意义。资源高效利用制度的全面建立必须考虑自然资源的

承载能力和市场的可行性。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的核心要义在于自然生态系统的

完整性和协同性。尽管人只是生命共同体的一分子，但生态环境保护的主体责任在于

人，尤其是决策和掌握资源的领导干部和政府。这也是为什么要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制度。

生态文明制度不是独立的，其实施需要与其他制度体系相协同。社会治理的多元

主体参与制度也需要应用在生态文明制度的实践中。社会主义的法治要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要以法律为依据、为准绳，减

少甚至杜绝 “随意”“任性”执法以及违法寻租、谋取私利。严格意义上讲，中央生

态环境保护督查制度是一种行政措施，旨在督促生态环境保护法规的执行和落实。除

此之外，群众也有监督的权利。中央环保督察成果的长效巩固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

参与。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需要扁平化、多主体共治，要与法治体系相衔接，彰显法

治的权威，杜绝权力的滥用。同时，生态文明制度所基于的生态规律，对于经济、政

治、文化和社会建设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需要将其融入并应用到各种制度的建设

和完善进程中，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体系彰显生态文明价值，推进全球发展范

式的生态文明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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